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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对1978—2012年间我国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按照不同时期政策的特点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并从政策发布年度、激励对象、激励税种、激励方式、激励环节等5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在明晰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发展沿革的同时指出其存在如下问题与不足：以所得税为主的激励政策与我国税制结构不相适应；激励政策的作用主体存在一定局限性；激励方式侧重直接优惠；激励环节相对滞后；激励力度较小。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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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eatures of Chines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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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ing

（The 5th Branch of CPC Party School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tax incentives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innovation activities. China’s tax incentive policies ranging from 1978 to 2012 are selected and the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m are conducted from five dimensions, which are annual policy promulgation, subjects of incentive policies, categories of incentive taxes, measures of tax policies, and links of tax incentive policies. These analyses reveal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tax incentive policies clearl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at China’s tax incentives have five category problems as follows: First, tax incentives mainly based on income tax don’t adapt to our tax structure; second, subjects of incentive policies have some limitations; third, measures of tax incentives are mainly in the form of direct reduction of rate or amount; fourth, links of tax incentive policies focus on downstream of industry chain; fifth, the intensity of these policies are not enough.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paper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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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技术创新活动逐渐成为企业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创新成果的溢出效应，企业创新活动的私人收益小于其社会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竞争性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税收政策激励全社会的技术创新行为，而非引导企业定位于社会收益高的领域开展创新活动，并且其对企业性质与行业选择的影响也是中性的[1]。有着明显的高透明度及可预期性是政府鼓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政策形式[2]。Hall[3]、Berger[4]、Beenstock[5]、许景婷等[6]的研究均证实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向激励效应。

我国的创新税收激励政策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散见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颁布的法规及政策性文件中，目前还未有一部统一的创新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系统梳理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演变历程，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对我国税收政策体系的改进与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1    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量化分析
1.1 政策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的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文本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法规库、财政部条法司财政法规数据库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布的4 950项政策。鉴于税收优惠政策文本数量众多，为保证政策选取的准确性与代表性，本文按照如下条件对政策进行过滤整理：（1）与创新活动税收优惠密切相关；（2）发文单位为国务院及其直属机构、中央各部委；（3）政策内容直接规定和体现税收激励措施。根据上述标准，本文最终梳理出创新税收激励政策103项。
1.2  政策量化统计结果分析

1.2.1 政策文本年度分析
1981—2012年，各年份出台有关创新活动的税收激励政策数量并不均衡。图1列示了各年度税收激励政策的颁布数量。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创新税收激励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才略有发展，直至1999年针对企业技术开发费用税前扣除、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颁布了10项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了高强度的扶持；其后每年的政策数量相对较少，发布的新政策均在5项以下。为了贯彻实施国发[2006]6号，其后的几年时间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加之国家对部分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机构以及中小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日益重视，每年发布的政策数量都维持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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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1—2012年度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颁布数量统计

1.2.2 政策激励对象分析
表1显示了各税收优惠主体在不同阶段享受的激励政策的数量。数据表明，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有着较为显著的政策偏好，经过数十年的施行与调整，该类政策已逐渐趋于稳定与完备。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则是各类高新技术企业中最先以“产业优惠”形式加以扶持的行业，共有15条政策涉及。统计结果还显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也是国家政策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对处于转制时期的科研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税收减免优惠，三者合计占比约为27%。
通过表1列示的政策对象分布可以看出，除了高新技术产业、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个人这5个方面是税收政策一直都有涉及的对象，其他税收激励对象的出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1991—1998阶段，首次出现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的优惠政策，也出台了针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2）1999—2007年，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出台了10项政策，体现了国家对这两个重点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在这一阶段同时兴起了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的税收激励，其中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主体的优惠意在从源头上培育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3）2008年后，政策的作用主体更加多元化，针对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税收优惠纷纷出台，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逐渐意识到要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营造一个更为完善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此外，政府除了继续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以及新型显示器件相关企业给予优惠外，又制定了针对动漫产业的税收激励政策，税收优惠的产业特征愈加明显。目前针对上述新兴激励对象的政策扶持力度相对偏小，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同时，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所处行业或类型具有一定限制，此类以“特惠制”为特征的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局限并弱化了其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作用。
表1 1978—2012年中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对象分布

	激励对象
	1978—1990
	1991—1998
	1999—2007
	2008—2012
	总计/项
	比例/%

	高新技术企业
	2
	3
	4
	1
	10
	7.52

	软件/集成电路产业
	0
	1
	10
	4
	15
	11.28

	小型微利企业/中小企业
	1
	0
	0
	3
	4
	3.01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
	4
	2
	4
	0
	10
	7.52

	企事业单位
	5
	7
	8
	3
	23
	17.29

	创业投资企业
	0
	1
	1
	1
	3
	2.26

	科研机构
	2
	4
	9
	4
	19
	14.29

	高等院校
	1
	3
	4
	4
	12
	9.02

	金融/信用担保机构
	0
	0
	2
	4
	6
	4.51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
	0
	0
	0
	1
	1
	0.75

	科技企业孵化器
	0
	0
	1
	1
	2
	1.50

	大学科技园
	0
	0
	1
	1
	2
	1.50

	新型显示器件相关企业
	0
	0
	1
	2
	3
	2.26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0
	0
	0
	2
	2
	1.50

	动漫产业
	0
	0
	0
	3
	3
	2.26

	个人
	2
	3
	2
	2
	9
	6.77

	转制科研机构
	0
	0
	5
	0
	5
	3.76

	科普机构
	0
	0
	1
	2
	3
	2.26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0
	0
	0
	1
	1
	0.75

	总计
	17
	24
	53
	39
	133
	100


1.3  政策激励税种分析
（1）企业所得税是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所运用的主要税种，在14个税种的统计项中所占比例接近30%。与企业所得税相比，针对个人所得税的激励政策较少，仅占4.10%。企业依靠资金投入获得的只是短暂的竞争优势，要想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7]，我国对科研人员税收优惠的关注程度亟待加强。
（2）增值税是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所采用的另一个主要税种，占比超过20%。1994年的税制改革建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模式。2009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其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此次改革之前，多数有关增值税的优惠政策都是针对企业进口仪器设备或外国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而制定的，且与进口关税紧密相连。上述政策均是在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背景下出台的。现行运用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是对企业或各类机构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国内产品性能尚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此外，对软件企业、动漫产业销售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表2 1978—2012年中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税种分布

	激励税种
	1978—1990
	1991—1998
	1999—2007
	2008—2012
	总计/项
	比例/%

	企业所得税
	9
	8
	25
	14
	56
	28.72

	个人所得税
	0
	2
	4
	2
	8
	4.10

	增值税
	3
	6
	16
	15
	40
	20.51

	关税
	2
	3
	13
	12
	30
	15.38

	营业税
	3
	3
	12
	5
	23
	11.79

	消费税
	0
	1
	4
	5
	10
	5.13

	房产税
	0
	0
	5
	1
	6
	3.08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0
	7
	1
	8
	4.10

	印花税
	0
	0
	0
	1
	1
	0.51

	奖金税
	2
	1
	0
	0
	3
	1.54

	投资方向调节税
	0
	1
	0
	0
	1
	0.51

	工商统一税
	5
	0
	0
	0
	5
	2.56

	建筑税
	1
	0
	0
	0
	1
	0.51

	产品税
	3
	0
	0
	0
	3
	1.54

	总计
	28
	25
	86
	56
	195
	100


1.3  政策激励方式分析
从4个阶段激励方式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税收激励政策采用的手段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计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国际通行的方式均有运用。但具体分析各种激励方式的比例可以看到，免征所占的比重达到43.09%，加上减征方式占比13.26%、优惠税率方式占比13.26%，直接优惠方式在全部政策中所占比重接近70%，因其操作简单，成效明显。为了促进我国科技发展与技术进步，国家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关税、营业税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减征、免征的优惠政策。1999年后我国开始逐步运用更为多样的税收激励手段，采用投资抵免、结转扣除等方式，同时也更加注重对间接优惠方式的使用。
表3 1978—2012年中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方式分布

	激励方式
	1978—1990
	1991—1998
	1999—2007
	2008—2012
	总计/项
	比例/%

	直接优惠
	免征
	14
	12
	30
	22
	78
	43.09

	
	减征
	8
	2
	7
	7
	24
	13.26

	
	优惠税率
	5
	5
	4
	10
	24
	13.26

	间接优惠
	税前扣除/

加计扣除
	0
	2
	13
	6
	21
	11.60

	
	加速折旧
	1
	2
	2
	2
	7
	3.87

	
	投资抵免
	0
	0
	3
	1
	4
	2.21

	
	先征后退/
即征即退
	1
	2
	6
	6
	15
	8.29

	
	结转扣除/

结转抵扣
	0
	0
	4
	4
	8
	4.42

	总计
	29
	25
	69
	58
	181
	100.00


1.5 政策激励环节分析
我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已经覆盖了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投入、研发、应用、营销等关键环节均有政策加以扶持。从政策数量来看，对生产投入环节的激励力度最大，有关创新投资、生产资料/劳务投入以及技术引进和设备更新的政策合计占比24%。随着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政府为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扶持，尤其是1999—2007年阶段，针对研发费用扣除、设备加速折旧、研发经费投入、科研用品投入等共出台18项优惠政策。值得关注的是，在对研发环节的激励政策中，有关科研用品（设备）投入的政策就占到全部政策数量的8%，而对研发费用扣除以及设备加速折旧方面的优惠相对较少。所得税方面的政策占比超过20%，多数是对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直接减免优惠。此外，针对应用环节（包括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产学研结合）与营销环节的政策所占比重均为12%。1999年后，对金融支持与信用担保、科技服务等中介服务环节以及职工教育培训、科普等教育环节也陆续有相关政策出台，尽管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政策环境。
表4 1978—2012年中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环节分布

	激励环节
	1978—1990
	1991—1998
	1999—2007
	2008—2012
	总计/项
	比例/%

	生产投入环节
	创新投资
	2
	0
	3
	2
	7
	4.00

	
	生产资料/劳务
	4
	0
	10
	3
	17
	9.71%

	
	技术引进和
设备更新
	3
	2
	7
	6
	18
	10.29

	研发环节
	研发费用扣除/抵扣
	0
	2
	7
	1
	10
	5.71

	
	研发设备
加速折旧
	1
	2
	1
	0
	4
	2.29

	
	研发经费投入
	1
	1
	5
	2
	9
	5.14

	
	科研用品
（设备）投入
	1
	2
	5
	6
	14
	8.00

	应用环节
	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4
	5
	8
	2
	19
	10.86

	
	促进产学研结合
	0
	0
	1
	1
	2
	1.14

	服务环节
	金融支持/
信用担保
	0
	0
	2
	4
	6
	3.43

	
	科技服务
	0
	0
	0
	2
	2
	1.14

	教育培养
	职工教育培训
	0
	0
	2
	4
	6
	3.43

	
	科普
	0
	0
	2
	2
	4
	2.29

	营销环节
	9
	3
	6
	3
	21
	12.00

	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6
	7
	11
	12
	36
	20.57

	总计
	31
	24
	70
	50
	175
	100.00


2    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发展沿革

通过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结合1994年和2008年两次重要的税制改革，本文将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1978—1990年、1991—1998年、1999—2007年、2008年至今4个阶段。
2.1  第一阶段：1978—1990年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0年是我国税制建设恢复与全面改革的时期。1983年和1984年先后推出了两步“利改税”，并全面展开工商税制改革，财政体制与税收制度调整频繁。从1981年财政部发出《关于对新产品实行减税免税照顾问题的通知》起，我国开始逐步运用税收激励手段调节经济，引导产业发展。

1978—1990年是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从无到有的时期，税收优惠集中体现在引进外资、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高新技术产业3个方面，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起步阶段的税收优惠激励对象较为单一，主要针对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一时期，企业的技术创新多是对国外成熟技术的模仿或是处于产业化阶段，其自身从事基础研究开发活动并不多，加之该阶段受企业会计制度健全程度以及税收征管水平的限制，改革开放初期的创新税收优惠措施多以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直接减免和税率优惠为主。
2.2  第二阶段：1991—1998年

为应对世界科技的不断变化，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继1988年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政府在我国26个智力资源相对密集的大中型城市选定新一批开发区，并为充分发挥高新区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效应与带动效应，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区域优惠”正式形成；同时，以“企业注册地”为标准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的管理措施也极大地便利了税务管理。
1994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为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改善财政状况，1994年的税制改革调整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仍对大部分政策性强、影响面大的激励创新的优惠措施予以保留，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的相关优惠。
1991—1998年的另一项关键政策是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方式的运用。为调动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财工字[1996]41号规定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可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若技术开发费用年增长幅度在10%以上，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得额。这是我国税收政策中首次出现对企业技术开发费用的优惠，也是沿用至今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雏形，标志着我国税收优惠方式开始由直接优惠向间接优惠转变。
总体而言，1991—1998年阶段，高新技术产业仍旧是国家税收激励的重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选定以及相关优惠政策的出台确立了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区域优惠”；同时，在激励方式中开始运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是该阶段的一个显著变化。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可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年增长10%可再税前抵扣50%的政策对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企业从事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的税收优惠方式则基本延续了1978—1990年阶段的措施。
2.3  第三阶段：1999—2007年

1999—2007年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体系、健全企业会计制度的关键时期。为营造激励企业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财税[2003]244号将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围从原先的国有、集团工业企业扩大到了所有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各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财税[2006]88号又进一步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所得税前抵扣力度，取消了“纳税人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达到10%以上”才能享受加计扣除的限制条款。此外，还延长了抵扣期限，对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为贯彻实施国发[2006]6号的有关规定，2006—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财税[2006]88号除了允许企业技术开发费用能够税前加计扣除，还规定企业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可加速折旧，并对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减免税和所得税率的优惠；财税[2007]31号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按投资额的70%抵扣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上述配套政策除了对企业这个创新活动的主体给予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外，较1991—1998阶段政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逐步关注创新活动的其他主体，如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拓宽企业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的资金来源渠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1999—2007年是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逐步完善的时期，税收激励政策从“数量导向”向“质量控制”转变，原有的主要税收优惠措施得以保留，部分政策为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做出局部调整。在该阶段，国家出台了针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以及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的激励政策，税收优惠逐步由“区域优惠”向“产业优惠”转变。同时，税收激励方式由直接优惠向多种优惠方式并重转变，除了结转扣除、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被纳入税收优惠体系，税前扣除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只是由于该时期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仍然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税收优惠还存在着内外有别的状况。
2.4  第四阶段：2008—2012年

2008年1月1日起，内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上适用统一的税前扣除、加速折旧标准及税率优惠。2008年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其附件《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正式确立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等8个产业为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此项措施的实行标志着我国建立“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此后，我国陆续出台的税收政策“产业优惠”特征明显，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动漫产业以及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政府均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逐步加大对产业的税收优惠，政府依旧重视对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激励。《企业所得税法》及其配套措施《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相比2006年的优惠，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扩展：（1）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规定实行加计扣除；（2）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3）企业集团集中研究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应当按照权利和义务、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一致的原则合理确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分摊方法。
小型微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考虑到其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和税费偏重等实际问题，财税[2009]133号规定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2011年将上述政策的适用期限延长至2015年底，并将起征点提升至6万元。此外，政府还出台了多项政策缓解小型微型企业的融资困难，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给予免征营业税以及准备金税前扣除等优惠，加强其公共服务。
此外，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对象也更加多样化，政府逐渐意识到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性，陆续出台了针对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政策。我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税收激励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3    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创新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经过近30年的实践探索，从整体来看已经初具规模。国际上通用的加计扣除、投资抵免等成本效益较高、对创新有较强引导作用的间接优惠方式被广泛采用，形成了以所得税为主，所得税与增值税并重的税收优惠体系，体现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政策导向，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作用范围、激励方式、激励力度、优惠环节等方面的定位与设计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改进空间。
（1）以所得税为主的激励政策与我国税制结构不相适应。我国对创新活动进行激励主要运用企业所得税，这虽然与国际上创新税收激励以所得税为主的通行做法一致，但与我国的税制结构不相适应。我国尽管1994年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模式，但实际上所得税的主体地位始终未能形成[8]，税收收入中流转税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所得税。从理论上分析，流转税税种的优惠更有利于创新主体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安排自身的创新活动，而所得税税种的制度设计则更多是给予创新主体直接且显而易见的优惠，因此创新主体的注意力不是在创新活动方面，而是集中于税收优惠政策的争取[9]。此外，企业所得税具有较强的资源配置功能，但因其是对企业经营纯利润所征收的税，而多数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的初期基本没有利润，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并产生一定经济效益时可能又过了税收减免期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优惠政策作用的发挥，造成税收激励措施无法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2） 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主体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一，税收政策设置产业限制，尚未实现普适性优惠。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是针对特定行业或区域制定的，或者要求享受政策的企业需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之内，无法满足对所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投入的激励。而国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均采取“普惠制”原则，没有对税收激励设置行业限制。
第二，没有针对中小型企业的特别税收激励措施。中小型企业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主要载体，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中小型企业由于资源的劣势，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的扶持政策加以保护，因此许多国家都通过给予更高比例的加计扣除或税收抵免等方式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支持，而我国的现行政策中没有相关的规定。
第三，缺乏鼓励人力资本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其公平性一直备受质疑，而且目前几乎没有针对创新人才的优惠政策；对省级以下政府及企业颁发的奖励津贴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投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的个人收益（如股息、利息和分得的利润等）也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措施。此外，我国税法仅允许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一般企业只能提取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2.5%的职工教育经费，不利于加大企业对员工培养教育的投入。
（3） 税收激励方式侧重直接优惠。中国目前的税收激励政策侧重于直接优惠，多采用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方式，如15%的优惠税率以及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等，但过多运用直接优惠方式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一方面，部分政策激励对象无法实际享受到税收优惠，免征、减征以及优惠税率形式多被运用于企业所得税，尤其是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如果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则无法实际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的优惠。另一方面，我国早期的税收激励政策“区域优惠”特征明显，只要企业落户高新技术开发区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这给部分企业提供了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策的实施效果。间接优惠则侧重于税前优惠，具有先期性，可以使企业在创新活动初期就充分享受税收收益，但其通常有严格的条件和标准，把创新主体享受税收利益的多少和税前的某些具体投资活动，如投资的对象、目的、规模、使用期等挂起钩来[10]，通过直接降低税基来调动企业从事研发的积极性，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因此相比直接优惠方式，间接优惠更能体现政府的政策制定意图，具备较强的引导作用。
（4） 税收激励环节相对滞后。我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多集中于生产投入环节，针对研发过程的激励措施并不多，仅有研发费用150%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优惠，且对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的合理支出有较多的限制条件。研发投入使企业在市场占据优势地位或者获取有力的竞争环境，形成一定的垄断优势[11]。激励重心的向后偏移使得企业更倾向于直接引进技术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从而导致对研究开发活动的投入不足。此外，我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产学研合作的支持力度较小，除了对国家大学科技园有一定优惠举措外，尚无其它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4    完善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针对前文提出的我国现行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加大对科技人才的税收激励。就个人所得税而言，应当加强对企业创新人才培养与提升研发积极性的税收支持。现行政策规定，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这一比例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可能较为充足，但对技术要求高、知识更新快的创新企业而言，却远无法满足其对于创新人才培养和员工培训方面的需求。R&D企业每年用于职工教育培训的费用占到其应税所得额的5%左右[12]。因此可考虑适当提高企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扣除标准，以鼓励企业加强人才培养。创新人才的工资费用支出也高于一般企业，而目前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实行与一般企业相同的计税工资标准。通过对创新人才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有利于激励人力资本投资[13]。可考虑将现行对软件开发企业据实扣除职工工资的优惠政策扩展至所有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或提高其计税工资标准。此外，对研发人员参与重大创新项目取得的奖金、补贴可视同一次性劳务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不是摊入每月工资按累进税率征收，且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的有关奖励予以免税，并且要对科技人员的红股所得免税。

（2）设置针对中小型企业的税收激励政策。从全球范围来看，税收优惠的作用主体普遍不再区分小型企业与中型企业，而是统称为中小型企业以区别于大企业，且多数情况下能够享受相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以微利作为中小型企业享受优惠的限制条件。主要发达国家针对中小型企业设置特别的税收激励政策，主要目的是为让更多中小型企业从中获益，促进中小型企业这一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主体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可考虑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的适用主体范围拓宽至中小型企业，并取消对企业利润方面的限制；在激励力度方面也可进一步加强，对新设立的中小型企业在一定年限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或降低税率，并且除税率优惠外，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仪器设备加速折旧等方面也可体现对中小型企业的特别优惠。

（3）从直接优惠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方式与间接优惠方式两者各具特点，协调运用可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目前我国的创新税收激励政策以直接优惠为主，且手段单一，主要采用免征、减征和优惠税率方式。直接优惠方式属于事后激励，不能鼓励企业进行持续的创新行为。与直接优惠相比，间接优惠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且侧重事前扶持，有助于引导企业选择适宜的投资方向。而我国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采用较少，而且存在激励力度不足或条件限制过严等问题。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也表明间接优惠方式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因此，我国应当增强费用扣除、亏损结转、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等间接优惠政策的出台数量与实施力度。可参考国际做法，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并适当延长未使用抵免向后结转的年限。

（4）从所得税优惠为主向所得税与流转税优惠并重转变。在我国现行有效的创新税收激励政策中，采用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增值税和关税以及营业税。前文的经验数据论证了流转税类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积极作用。对于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而言，其成果多为高附加值产品，而对无形资产以及创新人员的投入占较大比重，缺乏相应的增值税抵扣项目；而且，在我国亏损企业和微利企业大量存在的现实背景下，所得税优惠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因为所得税优惠政策多以企业经营成果来确定优惠标准，造成将亏损企业排除在外的结果。此外，以所得税为主的激励税种分布使得税收激励政策主要作用于促进企业创新的生产投入和成果转化方面，而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最需要支持的研发过程的激励效应则相对较弱。因此，本文认为在税收政策设计过程中可多采用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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